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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出发，对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进行了阐述，认为语言人力资本

的大小取决于个体专业化组织语言的习得质量。在此基础之上，本文采用“选美博弈”对个体

语言习得决策进行两阶段分解，说明了个体前期的语言习得是为了在后期的人力资本竞争中获

得优势；并分析了个体语言习得决策过程中的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的作用机理以及影响这两类

信息形成和扩散的现实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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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专业化、组织沟通与语言习得 

摘要：本文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出发，对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进行了阐述，认为语言人力

资本的大小取决于个体专业化组织语言的习得质量。在此基础之上，本文采用“选美博弈”对

个体语言习得决策进行两阶段分解，说明了个体前期的语言习得是为了在后期的人力资本竞争

中获得优势；并分析了个体语言习得决策过程中的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的作用机理以及影响这

两类信息形成和扩散的现实因素。 

关键词：专业化语言  人力资本  选美博弈  语言习得 

中图分类号：F062.3   中文标识码：A   JEL Codes：I21，J24，D83 

一、引言 

从语言的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语言，再从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到作为人力资本、公共物品和

制度的语言，无不体现出语言经济研究在学科边界和研究手段上与主流经济学研究逐步靠近（参

见鲁宾斯坦，2004；张卫国，2008 a）。客观地说，当前的语言经济学研究还不足以构建和独立

支撑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尤其是为何将之称为“经济学研究”的立论尚显单薄。回顾语言经

济研究的四十年发展历程，我们并没有发现太多奠基性的研究文献问世，并且大部分研究都集

中于国家语言规划和第二语言习得的经济学分析。一方面，这可能与研究基础有关，作为新兴

的交叉研究领域，其学科基础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丰满；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学科融合的难

度巨大。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外研究已经开始进入到研究工具和研究对象的细化与深化阶段，

并且在主流杂志上不断有新的研究文献问世（如 Cremer 等，2007；Demichelis 和 Weibull，2008）；

相比之下，国内研究则更强调概念框架和研究体系的构建（如张卫国，2008 a），笔者认为两者

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本文并不想在语言经济学的学科构建上着墨过多，我们的研究目的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理

解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并据此对个体语言习得和国家语言政策进行讨论。张卫国（2008 a）

将语言的经济性质归结为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本文认为，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是

语言其他经济属性的根本所在；正如鲁宾斯坦（2004，第 6 页）所指出，经济学试图将社会制

度解释为某些函数（微观行为）的最优化过程所衍生出来的常规性，在语言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中，这些最优化过程中的“行为函数”正是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所要研究的内容，它将为语言

制度的动态演化提供微观基础。另外，从语言的沟通职能出发，黄卫挺（2008）基于语言的社

会沟通职能，对语言发展和消亡的动态过程进行了建模；此处，我们将立足于语言的组织沟通

职能展开论述。 



二、理解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 

在舒尔茨、贝克尔等人的推动下，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被经济学家所熟知①，然而，对于语

言的人力资本属性，经济学家却知之甚少。一般来说，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

即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根本特征是具有生产力，人力资本的获取需要发生成本（如健康保

健、教育培训成本）。张卫国（2008 a）对此有过论述，认为语言的生产力体现在可以带来更多

的交际可能、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职业生涯，并以双语习得为例进行了说明。此处将从语言的

组织沟通职能出发，为语言的生产力特征，即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提供一个新的理解视角。本

文认为，要想理解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必须从其功能入手，毫无疑问，语言的基本职能在于

交流沟通，如果个体能够通过某种“语言系统”与交流对象之间进行无障碍的精确沟通，即让

对方完整和准确地接收到你所表达的信息，则称这种作为交流沟通工具的语言系统是有效率的

②。从过程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沟通，或者说信息传递的过程如下： 

 

图 1：沟通过程 

简单假设发送者 A 与接收者 B 使用的语言系统中，每个语言符号（词汇与句子）准确且唯一地

表达了某个事物③，则当 i j= ，且传递过程没有信息损耗（除非特别说明，后续部分都将假设

直接传递过程不存在信息损耗）和第三方协助（如翻译部门）的情况下，A 利用语言系统对所

要表达的信息进行编码后，无失真传递给 B， 并被 B 精确地解码接收，这样，有效的沟通过程

就完成了。因此，有效的沟通在于使用统一的语言系统（信息编码和解码系统）。 

以上过程对于我们理解语言的经济价值，尤其是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具有重要作用。众所

周知，劳动分工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长，然而，随着分工细化，生产的专业化在组织（企

业）层面也形成了一套专业化的沟通语言体系。Wernerfelt（2004）、Cremer 等（2007）对此进

行过深入研究，他们指出，大部分的组织都有自己的专业化组织沟通代码，即组织语言，比如

医生、护士等医疗系统使用的组织语言就完全不同于软件开发行业使用的组织语言④。如果将沟

通过程中的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理解为组织成员和专业化组织（或专业化组织内部的不同成

员），只有组织成员使用的语言系统与组织使用的专业化语言系统一致时候，组织内部的沟通才

                                                        
① 经济学对人力资本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和欧文·费雪等人，而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本一样被经
济学所正视和熟知，则是在舒尔茨、贝克尔等人的工作之后，对于他们的贡献，可以参见译著舒尔茨（1990）
和贝克尔（2007）。 
② 此处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语言系统并不单纯指的是某个特殊的语种或语系，它也可能是多个语种的混
合语言系统或者是专业化语言系统。 
③ 即语言符号的语义确定性，详细可参考鲁宾斯坦（2004）关于语义性质的专门讨论。 
④ 对于这一点，很多针对组织沟通协调的文献都有所提及，比如钱疑一等（Qian等，2006）。 



是有效的。对于求职者和企业来说，这种组织语言的专业化意味着求职者只有进行一定的专业

化语言训练才有可能最终成为企业成员。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个体的专业化语

言习得看作是专业化的投资，只有经过这种专业化投资，个体才能获得进入特定专业化组织的

资格，其性质与专业化教育投资类似（贝克尔，2007）。 

下面，我们从两个层面对此展开论述。首先，从国家层面上看，全球化使得各国的经济联

结更加紧密，公司全球运营、全球产业链条等新型生产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一般来说，

这些跨国组织往往会采用准世界语——英语，或母公司所在国的语言作为基本沟通语言，由于

不同国家往往具有自己的本国语言，当本土语言与组织语言不一致时，在本土运行的跨国组织

就要求其成员具备使用组织通用沟通语言的能力①。这一点，可以从我国的外资企业中得到足够

的证据；并且伴随着我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加深，这种情况已经蔓延至我国的很多本土大企

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国一直存在的英语热现象，首先，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本

土大企业，为了更好的参与世界劳动分工体系，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他们必须

采取一种网络效应最大的语言作为企业的工作语言，在当前的格局下，英语自然成为这些企业

的首选；而这些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企业往往是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他们提供的平均薪酬水平

高于其他企业。这样，出于获得更好的工作待遇，个体往往会在语言方面进行理性投资，从而

形成了当前的英语热。 

国家层面的分析立足于语言类型匹配，为了更好的理解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组织层面的

讨论将更多的立足于语言习得质量。专业化组织语言系统的最大特征就是不易习得，再加上个

体的有限能力，专业化语言习得是有成本的，并且这种习得成本随着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而变大。

因此，个体专业化组织语言习得便存在一个程度问题，即语言习得的质量。以工程开发为例，

假设企业组织存在两个员工，工程师和代理人，代理人接触顾客，并获知顾客的需求 D ，然后

代理人通过自己掌握的组织语言系统对顾客的需求进行编码，生成 1( )L D ，并将 1( )L D 传递给

工程师，工程师通过解码生成 ( )2 1( )L L D 指令进行生产；如果工程师直接接触到顾客，他将直

接通过自己掌握的语言系统生成 2 ( )L D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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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2 1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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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代理人和工程师掌握（习得）的专业化语言系统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我们有理

                                                        
① 注意，语言类型匹配是有效沟通的基础，它与语言系统的效率是有区别的。对于沟通交流过程中的语言类型
匹配研究，可参考 Church和 King（1993）、Grin（1994）以及黄卫挺（2008）。 



由得到
1 2 12

σ σ σ σ= = = ，即 ( )1 2 2 1( ) ( ) ( )L D L D L L D= = ，σ 的大小决定了专业化组织语言

系统的整体质量，σ 越小说明专业化语言系统的质量越高；然而，当代理人与工程师掌握的语

言系统存在质量差异时，由于组织的语言系统是个体语言系统的参照基础，我们可以得到

{ }1 2min , ,σ σ σ σ= ；而当信息传递过程中存在双重加工，则有 { }12 1 2max , ,σ σ σ σ> 。定义

空 间 距 离
i i

l L D= − 表 征 个 体 习 得 的 专 业 化 语 言 系 统 质 量 ， 当
1 2

σ σ> 时 ， 我 们 有

12 1 2
l l l l> > > 。这意味着组织的标准化语言系统是质量最高的（ l ），工程师掌握的语言系统

质量（
2

l ）高于代理人掌握的语言系统质量（
1
l ），经过两个差异语言系统编译过后的语言信息

质量（
12
l ）将低于任何一个。如果组织对成员的专业化语言能力存在底线要求，当一个企业面

临 N 个求职业者的话，企业会通过各种测试方法对潜在组织成员的专业化语言能力 l 从小到大

进行排序，并录用排在前面的求职者。事实上，不管是在求职还是求学过程中，我们都面临着

众多的语言能力要求，除了外语能力考试，各类从业资格考试都可以理解为对从业者专业化组

织语言的一种识别。总的来说，专业化语言系统的习得是不易的，个体要使 l 越小，其所做的

语言培训投资将越多，由此积累的人力资本也将越大，因为 l 的大小决定了他们在组织中的生

产力大小，是个体竞争力的来源之一。 

以上从两个方面入手解释了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其一是语言系统的“宏观”类型匹配，

其二是专业化语言系统的“微观”质量匹配。本文认为，语言的这种人力资本属性根植于劳动

分工导致的组织语言系统的专业化。 

三、个体语言习得的“选美博弈” 

语言人力资本投资（语言习得）决策可以采用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研究范式——成本收益

分析，即个体最优语言习得决策可以用收益与成本的边际条件刻画。由于人力资本研究已经为

此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如贝克尔，2007），此处不再累述，本部分的核心工作是以语言的人力资

本竞争为出发点对个体语言习得决策进行分析。个体语言习得决策存在两大动机：经济动机和

情感动机，在语言制度的自然演化过程中，经济动机主导性越来越明显（黄卫挺，2008）。根据

上文分析，语言的经济价值根植于语言的基本功能——交流沟通，从组织的角度来看，个体语

言能力的经济价值在于它的人力资本属性，这也是个体语言习得决策的经济动机。当然，在现

实世界中，语言的沟通职能并不仅仅体现在组织沟通，它还作为社会沟通的工具而存在。由于

个体语言习得与语言经济价值实现具有阶段分离特征，即个体语言习得往往发生在进入工作岗

位之前。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个体语言决策分为两阶段进行考察：第一阶段个体根据语言环境



以及对语言环境的预期进行语言习得，第二阶段个体将根据自己的语言能力寻找相应的工作岗

位（语言人力资本竞争），实现语言的经济价值。 

上述两阶段分解事实上是典型的凯恩斯“选美博弈”，也是“卢卡斯批判”的两阶段博弈

过程。目前，对于该决策过程的研究很多，如 Morris 和 Shin（2002、2007），Angeletos 和 Pavan

（2007），Cornand 和 Heinemann（2008），这些研究都是以 Morris 和 Shin 的工作为起点（以下

统称为 M-S 模型），旨在阐释公共信息在（货币）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及其社会价值。下面，本

文将采用 M-S 模型框架讨论个体语言习得决策的两阶段博弈①。假设连续统的个体服从[0,1] 分

布，可以用下面的标准损失函数作为个体的目标函数： 

 ( ) ( )22 1
(1 )

2
i j i

L r l di r l l djdiθ= − − + −∫ ∫∫  (1) 

 上式中，
i

l 是个体的语言习得行动（此处我们用个体语言习得的质量作为核心决策变量，即前

文定义的个体习得的语言系统质量），θ 是社会对个体语言习得质量的自然要求，它体现了社

会系统演化过程中语言质量的潜在状态（即演化均衡）。因此，可以近似将第一项理解为社会

沟通中的损失；第二项则是个体进入专业化组织之后的进行组织沟通存在的损失，它不仅体现

了目标函数的“选美博弈”特征，即第一期的语言习得决定了第二期的人力资本竞争，同时也

体现了作为人力资本竞争的语言习得所带来的溢出效应②。这样，由(1)式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到

个体的最优语言决策（Morris和Shin，2002）： 

 (1 ) [ ] [ ]
i i i

l r E rE lθ= − +  (2) 

这里， [ ]
i

E • 是个体 i 的预期算子，
i

l l di= ∫ 表示的是组织成员的平均语言习得程度。对θ 和 l 预

期的研究是 M-S 模型研究的重点，为了详细说明个体语言规划的选美博弈过程，下面对此进行

详细分析。首先，本文假设个体的预期过程是理性和同质的，个体关于θ 的信息存在两个信号

来源，一是私人信息
i

x ，另一个是公共信息 y ，公共信息可以理解为政府语言规划部门的政策

信息。对于私人信息和公共信息，假设 

   ;  
i i

x yθ ε θ η= + = +  

这里， (0, )
i

N εε σ: ， (0, )N ηη σ: ，并且当 i j≠ 时， ( ) 0
i j

E ε ε = 。 

                                                        
① 由于本文的目的是借助 M-S模型说明个体语言习得决策过程，因此，后续部分并不打算对模型细节和推导过
程进行详细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参阅本文提到的相关文献。 
② 本文认为，个体语言人力资本竞争带来的溢出效应是推动整个语言体系演化（θ ）的重要推动作用。M-S模
型认为，从整个社会来看，这种溢出效应是零和的，社会最优规划可以忽略个体目标函数中的第二项；事实上，
这种忽略依赖于一个潜在的强假设，θ （不是θ 的预期，下同）是绝对外生的，在整个推导过程中起到锚定作
用，而现实中这个假设并不成立。但是，为了避免复杂的数学运算同时得到合理的研究结论，即追求“经济学
的语言”经济性（张卫国，2008b），本文假设θ 是外生的。 



首先，当个体 i 只拥有私人信息而没有接触到公共信息，那么 [ ]i i i
E x xθ =| ，此时，他

对 l 的预期为
i i iE l x x  = | ，这说明在语言规划的政策信息缺失之时（信息孤岛），个体 i 的最

优化语言习得质量决策为
i i

l x= 。而当个体 i 接触到公共信息时，他对θ 和他人语言习得质量
j

l

的预期为（Morris 和 Shin，2002）： 

 [ ] ( ) ( ), ,
i i i i j i

E y x y x E x y xθ α β α β  = + + =  | |  (3) 

其中， 21 ηα σ= ， 21 εβ σ= ，分别表示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的精确程度，即个体与语言规划

部门对语言质量潜在状态的独立认知程度。将(3)式代入(2)，并进行线性展开，可以用下式表示

个体 i 的最优语言习得决策 

 (1 )
i i

l x yκ κ= + −  (4) 

下一步的关键是求出κ 的最优值。Morris 和 Shin（2002）给出了个体完全接收公共信息

情况下的最优κ 值，然而，对于个体语言习得来说，出于社会层级、家庭背景以及个人能力等

方面的差异，个体语言习得决策过程中并不一定能够完全接触到公共信息，或者说并不一定能

够真正理解公共信息所发出的政策信号。假设个体接收并理解公共信息政策信号的概率为

[0,1]p ∈ ，根据 Cornand 和 Heinemann（2008）的一般性扩展，可以得到κ 的最优值为 

 ( ) ( )* (1 ) (1 )rp rpκ β α β= − + −  (5) 

将(5)式代入(4)式，可以得到个体 i 同时拥有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时的最优语言习得策略 

 ( ) ( ) ( )(1 ) (1 ) (1 )
i i

l rp rp x rp yβ α β α α β= − + − + + −        (6) 

并得到 

 
[ ]

( ) ( ) ( )
(1 ) (1 )

 (1 ) (1 ) (1 ) (1 )

l p y p

p rp rp p rp y

κθ κ θ

α β α β θ α α β

= + − + −

= − + − + − + + −      
 (7) 

上述 M-S 模型推导结果，特别是式(6)和(7)，对于我们理解两类信息与个体语言习得决策之间的

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结论。 

（1）语言习得与语言人力资本竞争的两阶段分离注定了语言习得的决策性质，即语言习

得决策可供参考的信息是不完美的。个体只能根据语言习得期间的可得信息（私人信息和公共

信息）及其预期进行决策，这些信息的有效性将直接决定后期的语言人力资本竞争。国家语言

规划是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体现在其公共信息的供给职能。这些结论在语言习得决策的成本收

益分析中是被忽视的。 

（2）私人信息和公共信息的质量将影响个体语言习得决策。当国家语言规划的政策信息



是非常模糊不清，即公共信息存在 ησ → ∞ ，这样式(6)和(7)中的 0α = ，则
i i

l x= ，l θ= 。此

时，即使存在国家语言规划，但是由于规划本身的信息质量问题，个体语言习得决策将更多地

依赖θ 的私人信息，国家语言政策规划并没有起到真正的宏观指导作用。同样，当个体的私人

信息具有无限方差，个体语言习得决策将更多的是依赖公共信息。 

（3）当国家语言规划的政策信号是有限方差时，公共信息被接收和理解的概率 p 将对公

共信息的决策价值起到重要影响，现实中， p 的大小取决于国家语言政策的宣传措施和执行力

度。从(6)式可以看出，随着 p 不断变大，个体语言习得决策中的公共信息权重不断变大，当 1p =

时，
i

l 和 l 即退化到 Morris 和 Shin（2002）的特殊情形，此时，公共信息在个体语言习得决策

过程中的作用最大，国家语言政策规划起到了宏观协调的作用；而当 0p = 时， l θ= ，此时与

（2）的结论类似。 

综上可以看出，个体语言习得决策最终依赖于三个变量：关于θ 的私人信息质量、公共

信息质量以及公共信息被接收和理解程度。下一部分，本文将讨论这三个变量背后的现实故事，

即哪些客观因素决定和影响这三个变量。 

四、博弈背后的现实故事 

现实中，不同个体语言习得决策过程中可供利用信息总量与信息结构是异质的。有的个

体能够完全接触到两类信息，而有的个体只能根据私人信息进行决策；有时个体只采用一种信

息进行决策，有时他们会利用两种信息进行决策。M-S 模型为此提供了理论上的描述，但是却

没有解释这种差异背后的现实决定因素，本文认为上述差异的根源在于两类信息的形成与扩散 

机制。 

私人信息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决策个体自身的认知能力，这一观点在诺斯（2008，第 2 页）

的近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本文认为如果不考虑先天生理结构上的差异，个体的认知能力主要

取决于其自身的知识积累以及与所在环境之间的互动。知识积累对于私人信息质量的提高具有

正向影响，而个体知识积累的主要途径是接受教育和培训，其本质与语言习得是类似的，因此，

与其说知识积累与语言习得具有因果联系，还不如说两者是一种相互强化的过程。本文想重点

指出的是，个体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对于私人信息质量具有重要影响。由于个体语言习得决

策是一种选美博弈，个体成长的轨迹注定了私人信息的形成部分来源于其家长或长辈，所以，

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认知能力，进而影响私人信息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一个父母具有良好

教育背景的家庭中，语言习得决策中可利用的私人信息质量相对较高，语言人力资本投资的效

率也相对越高。 



环境对个体认知的影响已经被很多经济学家所认识，比如，哈耶克在其《感觉的原理》

中提出了认知能力与个体所处环境的不可分割性①；诺斯（2008，第 2-3 页）对此持肯定态度，

他强调认知并不仅仅是大脑内部的活动，而是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的嵌入性过程。可以说，哈

耶克和诺斯都认为环境因素对于认知形成存在重要影响。现实中，环境所涵盖的内容与维度很

广，从认知能力出发，本文认为“嵌入型环境”是其中最重要的，根据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

嵌入性环境主要指的是家庭的社会网络，在语言习得决策过程中，它的核心作用是充当信息的

补充来源②。在很多情况下，即使家长的认知能力有限，但社会网络带来的信息补充可以有效地

弥补这一局限。比如，社会网络中的大部分家庭都很重视语言习得，此时社会网络将带来信息

外溢，从而改善其他家庭的认知能力，使他们同样重视语言习得。这一过程正是“社会资本（社

会网络）创造了人力资本（语言）”（Coleman，1988）。以上分析了影响私人信息形成的两个最

重要现实因素，对于其他影响因素本文不再深入讨论。 

下面，再将视角转向公共信息的形成与扩散机制。原则上，国家语言政策的形成是一种

集体选择行为，这意味着语言习得决策过程中的公共信息生成机制是自下而上的，其微观基础

仍然是个体认知能力；然而，不管是代议制还是所谓民主制国家，国家语言政策形成可能最终

取决于部分精英团体，特别是政治家群体对未来语言环境与语言质量要求的预期和认知，因此，

现实中公共信息的形成是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而公共信息质量主要取决于决策群体的认知能力

（认知过程与个体私人信息形成是类似的）。这里需要讨论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由决策群体生成

的公共信息是否比一般个体生成的私人信息具有更高的质量。本文认为，如果公共信息的生成

最终取决于精英群体的认知能力，那么从知识积累的角度来看，公共信息的质量应该高于私人

信息；但是，集体决策并不是简单的个体意见汇总，有时候也会出现帕累托无效的囚徒困境次

优均衡。均衡的形成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③，我们旨在强调的是决策机制（或者称之为决策制度）

对提高公共信息质量的重要性，科学的决策机制设计是协调囚徒困境走向最优均衡的根本制度

保障。 

最后，对于国家语言政策信息的扩散过程，本文认为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是政策的执

行导向，其二是舆论环境。政策执行导向分为两种，强制性和指导性。如果是前者，国家语言

政策的公共信息扩散是刚性的，其被接收和理解的概率较高；如果是后者，由于缺乏强制性，

语言政策的信息扩散则必须再借助于舆论宣传，此时，公共信息扩散的结果将使得个体语言习

得与股票市场价格运动类似（Morris 和 Shin，2002），比如，国家语言政策的媒体宣传可能存在
                                                        
① 转引自诺斯（2008，第 30-31页）。 
②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缘起于波兰尼的经典之作《大转型》（2007），其最初含义指的是经济行动是
在社会、文化、政治等架构之内做出的。80年代中后期嵌入性概念在社会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研究中得到复兴，
成为研究前沿。关于嵌入性环境与社会网络等内容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格兰诺维特（2007）、科尔曼（1999）。 
③ 集体决策均衡的形成取决于复杂的投票过程和利益博弈，对此政治学和经济学都积累了大量文献，深入讨论
可参考奥尔森（1995）、布坎南和塔洛克（2000）、塔洛克（2007）、Grossman和 Helpman（2001）。 



信息放大机制，这点从我国的外语热可见一斑。另外，新闻媒体的宣传不仅传播国家语言政策

所蕴含的公共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新闻媒体所制造的舆论还起到了引导预期、公共信息的“再

解读”的功能。在国家主导的舆论环境下，这种通过新闻媒体进行的信息扩散可以不偏不倚的

传播公共信息；而在其他环境下，媒体的“再解读”可能会扭曲公共信息的原始含义。因此，

在国家语言政策的舆论引导过程中，如何保持公共信息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是国家语言政策制

定者、媒体和个体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 

以上从现实角度对个体语言习得决策过程中的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相关问题进行了简

要论述，虽然对于这些问题的详细研究已出本文范围之内，但所有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现实

中的个体语言习得决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五、总结性评述 

从语言的沟通职能最终谈到个体认知和信息扩散，客观地说，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远非

本文寥寥数语所能全部洞悉。回望开篇提出的问题，我们认为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的前提是劳

动分工和专业化，这正是语言“经济分析范式”成立的经济学逻辑，也即语言经济分析的立论

根本。站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就可以理解语言的制度属性——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协

调机制之一；另外，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出发，还可以讨论语言与企业性质、边界之间

的关系，并且组织语言引起的组织沟通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扩展传统的交易费用概念。笔者

认为，这些问题将是未来语言经济分析研究的重点和核心。 

最后，总结一下本文的几个基本观点：组织沟通中的专业化语言系统是语言的人力资本

属性的来源，个体专业化语言习得质量越高，其人力资本属性越重。通过对个体语言习得决策

的“选美博弈”解读，本文认为前期的个体语言习得是为了在后期的人力资本竞争中获得优势，

并说明了个体语言习得决策中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的重要性，这些信息主要涉及社会系统演化

过程中语言质量的潜在状态。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讨论了两类信息的形成和扩散机制，认为知

识积累（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社会网络等嵌入性环境对个体认知，进而对私人信息形成具有重

要影响；而国家语言政策信息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决策群体的认知能力与决策制度，国家语言政

策的执行导向和媒体宣传方式将影响国家语言政策信息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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